
从阿拉伯化到约旦化
———约旦对境内巴勒斯坦人民族整合道路的历史演化*

田鸿涛　 闫　 伟
内容提要　 约旦的民族建构伴随着其领土的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口变动。约旦

对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整合的核心议题在于，在两个族群中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和历史记
忆。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大叙利亚地区的地缘空间裂变，呈现出多样化的泛民族主义认
同。外约旦建国初期寻求大叙利亚乃至阿拉伯世界的统一。１９４８年，外约旦控制约旦河
西岸，以阿拉伯属性整合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建立起西岸人（巴勒斯坦人)和东岸人（约旦
人)分权的政治模式，也造成了巴勒斯坦人成为外约旦多数派的现实。１９６７年第三次中
东战争之后，约旦逐渐失去了对西岸地区的控制，遂聚焦于东岸地区的民族建构。在某种
程度上，约旦形成了东岸人在政治上掌权，巴勒斯坦人在经济上崛起，约旦哈希姆王室居
中平衡的局面，虽然约旦的族际关系相对稳定，但仍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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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空间是建构民族认同的基础。① 新月地带诸国社会构成复杂，民族认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相对薄弱，以族群、教派和部落为基础的宗派冲突严重。约旦作为“沙聚之邦”，周边地区动荡不
已，位于中东冲突的核心区域。约旦绝大多数人口为阿拉伯人，但其族群（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构成却较
为复杂，半数以上的人口为巴勒斯坦人，②其余为约旦河东岸地区的阿拉伯贝都因人、切尔克斯人、
车臣人等。历史上，因多次的领土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人口变动，约旦境内巴勒斯坦人的分布范
围也在不断变化，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复杂化，进而增加了约旦对两大族群的整合难度，造成了约旦
民族认同的困境。③ 特别是，以色列一些力量试图将约旦作为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当前，新一轮巴
以冲突已外溢为地区重大安全事件。约旦作为拥有巴勒斯坦难民最多的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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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自负。

〔西〕胡安·诺格著，徐鹤林、朱伦译：《民族主义与领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２页。
根据约旦官方统计，巴勒斯坦人占约旦总人口的４３％，但学界普遍认为巴勒斯坦人占到约旦总人口的半数以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Ｊｏｒｄａｎｉ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Ｃ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Ａｍｍａｎ ａｎｄ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８，２００３，ｐ． ８，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ｃｒｉｓｉｓｇｒｏｕ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ｔｈｅ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 ｏｆ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ｆｏｒｍ － ｊｏｒｄａｎｉａｎ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ｄｆ．

约旦河东岸为今约旦的领土，约旦河西岸为巴勒斯坦的领土。１９４８年，当时的外约旦控制了西岸地区。１９８８年，约旦正式放弃
西岸地区。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ＰＣＢＳ）的统计，２０２０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人口为５１０万。２０１７年，流散在外的巴勒斯坦注册难
民约为５８５万，约旦是除巴勒斯坦本土外第二大巴勒斯坦人聚居地，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约为２１７万。详见ＰＣＢＳ，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ｐｃｂｓ． ｇｏｖ． ｐｓ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Ｒａｉｎｂｏｗ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 ｂｙ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 Ｅ － ２０１７． ｈｔｍｌ；ＰＣＢ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Ｍｉｄ-Ｙｅａｒ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ａｔｅ，１９９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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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７％Ｄ９％８６％Ｄ８％ＡＣ％Ｄ９％８４％Ｄ９％８Ａ％Ｄ８％Ｂ２％Ｄ９％８Ａ％２０９７ － ２０１７． ｈｔｍｌ。



约旦存在三个层面的民族认同：以阿拉伯主义为代表的超国家的泛阿拉伯认同（Ｐａｎ-Ａｒａｂ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聚焦于约旦的国家民族认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以及境内巴勒斯坦人和约旦本土人口代
表的次国家的族群认同（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东岸人和西岸人大都为阿拉伯人，双方具有一定的认同
感，但他们分属不同的族群，在现实中存在差异。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约旦在多元的社会认同中，
尤其是上述三种民族主义的互动中，探索民族认同的构建之道，形成了独特的道路。国内外学界已
开始关注约旦对其境内巴勒斯坦人的整合问题。国外学者侧重于分析约旦民族认同的历史流变，
以及约旦境内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等。① 国内学界关注部落与约旦民族国家构建、约旦的巴勒
斯坦难民、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策等，对于约旦如何整合境内巴勒斯坦人的研究相对薄
弱。② 本文结合档案材料和相关研究成果，以历史上约旦的人口变迁为线索，阐释不同时代约旦对
其境内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整合方式，进而诠释约旦独特的民族构建道路，为深刻认识当代中东认同
困境提供借鉴和帮助。

一、外约旦建国初期民族建构的地理空间选择
民族认同依托特定的领土空间和人口结构。③ 从１９２１年英国建立“委任统治”到１９６７年第三

次中东战争，约旦与约旦河西岸的关系多次变动，导致其族群构成复杂化。特别是，约旦将西岸地
区大量巴勒斯坦人纳入统治，极大地改变了人口结构。那么，约旦的民族认同边界在哪里？如何构
建稳定的民族认同显得尤为重要。约旦建国初期存在多种认同观念，如约旦民族主义、大叙利亚主
义④、泛阿拉伯主义等。它们的边界存在差异，深刻影响约旦的民族认同建构。

（一）“大叙利亚”的裂变与外约旦建国
奥斯曼帝国时期，外约旦⑤由叙利亚行省管辖。⑥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外约旦、巴勒斯坦

与叙利亚的关系问题凸显。１９１７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
族家园”。１９２０年，英法等国召开“圣雷莫会议”，在《赛克斯—皮科协定》（Ｓｙｋｅｓ-Ｐｉｃｏ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的基础之上，确立了两国在新月地带“委任统治”的范围。英国确立了在伊拉克、外约旦和巴勒斯
坦的“委任统治”。⑦ 此后，英法大致以族群和教派为界将大叙利亚地区拆分为八个政治实体。⑧ 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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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ａｐｅｒｓ，ｖｏｌ． ４４，ｎｏ． ６，２０１６；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ｖｏ，“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ｏｒｄａｎ”，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９，ｎｏ． ３，２００３；Ｌｉｎｄａ Ｌ． Ｌａｙｎｅ，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ｉｂ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ｏｒｄａ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Ｙｏａｖ Ａｌ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Ｊｏｒｄａｎ：Ｔｒｉｂｅｓ，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２００７；Ｉｒｉｓ Ｆｒｕｃｈｔｅｒ-Ｒｏｎｅｎ，“Ｂｌａｃｋ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Ｔｈｅ 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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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ｒｄａ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ｖｏｌ． １０，ｎｏ． ３，２００８．
陈天社：《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影响》，载《世界民族》，２００９年第３期；韩志斌、薛亦凡：《约旦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及

其影响》，载《西亚非洲》，２０２０年第１期；闫伟、田鸿涛：《“哈希姆认同”：约旦政治文化的意涵与建构路径》，载《西亚非洲》，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英〕安东尼·Ｄ．史密斯著，王娟译：《民族认同》，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５页。
“大叙利亚”即所谓的“黎凡特地区”（Ｌｅｖａｎｔ）或“沙姆地区”（Ｂｉｌāｄ ａｌ-Ｓｈāｍ），主要包括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等。
约旦的国名几经变更，１９２１—１９４６年为外约旦酋长国，１９４６年外约旦独立。１９４８年，外约旦兼并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部分领

土，１９５０年两地统称为“约旦哈希姆王国”。本文依照历史叙事的客观性，１９５０年之前使用“外约旦”，之后则使用“约旦”进行表述。
Ｉｓａｉａｈ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Ｈｏｗ Ｔｒａｎｓ-Ｊｏｒｄａｎ Ｗａｓ Ｓｅｖ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ｍｅ”，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

２７，ｎｏ． １，２００８，ｐ． ６５．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Ｄｒ． Ｗｅｉｚｍａｎｎ ｔｏ Ｅａｒｌ Ｃｕｒｚｏｎ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０，１９２０，【Ｅ １３５１４ ／ ４１６４ ／ ４４】，Ｎｏ． ３３１，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１９
-

１９３９，Ｓｅｒ． １，ｖｏｌ． １３：Ｔｕｒｋｅ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０，Ａｒａｂｉａ，Ｓｙｒｉａ，ａｎｄ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２０
-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２１，Ｐｅｒｓｉａ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２０

-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２１，ｐｐ． ３７３ － ３７６，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ｆｉｃｅ，Ｋｉｎｇ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ｔｒｅｅｔ，Ｌｏｎｄｏｎ．
即巴勒斯坦、外约旦、黎巴嫩、亚历山大勒塔、拉塔基亚、大马士革、阿勒颇、杰贝尔·德鲁兹。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英法结束“委任统

治”之后，上述八个地区形成了四个国家。分别是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亚历山大勒塔被划给了土耳其。



年，英国与外约旦的代表签订《乌姆·盖斯条约》（Ｔｈｅ Ｕｍｍ Ｑａｙｓ Ｔｒｅａｔｙ），以约旦河作为外约旦与巴勒
斯坦的自然边界，①限制犹太人向外约旦移民，②外约旦成为独立于巴勒斯坦之外的政治实体③。
１９２２年，外约旦与巴勒斯坦的边界正式划定。④ 大叙利亚地区的政治版图发生裂变，外约旦与巴勒
斯坦、叙利亚等分别建立政权。作为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者，哈希姆家族控制了伊拉克和外约旦。

英法对大叙利亚地区的“分而治之”造成了严重后果，相对统一的政治实体裂变为众多相互敌
对的政权，加剧了域内不同族群和教派的对立。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之下，阿拉伯人统一的诉求并未
消弭，而是愈加强烈。

（二）“大叙利亚”多元民族认同观念的兴起
英法的“委任统治”使大叙利亚地区在政治上裂变，但也激发了泛民族主义。外约旦建国之

初，主要的政府职位多由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把持。这引起了东岸的本土居民（东岸
人）的不满。⑤ １９２３年，外约旦的阿德万部落（Ｑａｂīｌａｔ ‘Ａｄｗāｎ）反对哈希姆家族的统治，打出了“约
旦是约旦人的约旦”的旗号。⑥

此时，外约旦的国家认同仍然虚弱，“大叙利亚”的认同十分强烈，跨国的阿拉伯主义方兴未
艾，后二者试图打破由英法确立的政治疆界，建立统一的大叙利亚或阿拉伯国家。一是大叙利亚主
义，１９世纪中期，布斯塔尼（Ｂｕ�ｔｒｕｓ ａｌ-Ｂｕｓｔāｎī）认为大叙利亚是独立的历史和地理区域，即“我们的
祖国”。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希姆家族的谢里夫·侯赛因（Ｓｈａｒīｆ Ｈｕｓａｙｎ ｉｂｎ ‘Ａｌī ａｌ- �Ｈāｓｈｉｍī）
发动阿拉伯大起义，力图在大叙利亚地区建立统一的国家。其子费萨尔（Ｆａｙ�ｓａｌ ｉｂｎ ａｌ- �Ｈｕｓａｙｎ）率
军进入大马士革后宣布：“以侯赛因国王的名义，建立一个包括整个叙利亚，绝对独立的阿拉伯政
府。”⑧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召开的巴勒斯坦代表大会主张大叙利亚的统一，其间甚至有人提出“巴勒斯
坦与叙利亚的关系就像阿尔萨斯-洛林（Ａｌｓａｃｅ-Ｌｏｒｒａｉｎｅ）与法国的关系”⑨。二是泛阿拉伯主义，１９
世纪末兴起于大叙利亚地区，阿拉伯人以此回应奥斯曼帝国推行的土耳其主义，○10强调阿拉伯人作
为一个民族的独特性。早期的泛阿拉伯主义和大叙利亚主义具有一定的重叠。一些外约旦人认
为：“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原因，外约旦是黎凡特社会和政治结构的一部分；也是阿拉伯国家的
一部分。”○11

在大叙利亚地区政治裂变的背景下，出现了复合型的民族认同观念：即国家民族主义、大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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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由此形成了民族认同构建的三种方案。从当时来看，相较于羸弱的国家民
族主义，后两者在该地区风头正劲。对于哈希姆家族而言，建立统一的大叙利亚国家乃至阿拉伯国
家是其民族构建的重要目标。

（三）外约旦控制西岸与巴勒斯坦人问题的出现
外约旦王室哈希姆家族属于“圣裔”，历史上统治麦加和麦地那。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下，阿

卜杜拉（‘Ａｂｄ Ａｌｌāｈ ｉｂｎ ａｌ- �Ｈｕｓａｙｎ）在外约旦建立统治。① 但与大叙利亚的其他地区相比，以此为基
础统一该地区具有挑战。当时，外约旦人口稀少、自然环境较为恶劣、文化发展滞后。１９２２年，外
约旦人口约２２． ５万，约１０． ２万为贝都因游牧民。② 阿卜杜拉面临着如何构建外约旦民族认同的抉
择。当时大叙利亚地区在政治上分裂，但阿拉伯民族主义、大叙利亚主义方兴未艾。１９３３年伊拉
克哈希姆王国的费萨尔去世后，阿卜杜拉成为哈希姆家族的族长。他推行所谓的“大叙利亚计
划”，③认为“叙利亚统一是阿拉伯世界统一的前提”，主张将大叙利亚作为民族建构的地理空间，以
此为基础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④
１９４６年，外约旦和叙利亚相继独立之后，阿卜杜拉着力推动叙利亚、外约旦和黎巴嫩合并，但

遭到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他将目标转向巴勒斯坦，认为统一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世界统一的重要
前提。⑤ １９４７年，英国决定撤离巴勒斯坦，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阿卜杜拉获得巴勒斯坦。⑥ １９４８年，
阿卜杜拉在杰里科召开阿拉伯大会。⑦ 会议主席贾阿巴里（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ī ａｌ-Ｊａ‘ａｂａｒī）指出，约旦
和巴勒斯坦皆属大叙利亚南部，呼吁两者实现统一。会议还宣布阿卜杜拉为“全巴勒斯坦的国
王”。⑧ 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外约旦控制了约旦河西岸。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美英并不支持在约
旦河西岸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在一定程度上希望外约旦控制西岸。１９４９年阿卜杜拉向英国外
交大臣贝文（Ｅｒｎｅｓｔ Ｂｅｖｉｎ）提出，由外约旦控制巴勒斯坦地区，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并入外约旦。⑨
１９５０年，英美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支持外约旦和西岸合并。○10

外约旦控制西岸地区是大叙利亚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实践产物。对于阿卜杜拉乃至哈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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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Ｋｉｎｇ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ｏｆ Ｊｏｒｄａ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Ｍｒ． Ｂｅｖｉｎ ｔｏ

Ｐｉｒｉｅ-Ｇｏｒｄｏｎ （Ａｍｍａｎ）”，Ａｕｇｕｓｔ ２２，１９４９，【Ｅ １０２９９ ／ １０５５ ／ ８０】，Ｎｏ． １３，ＦＯ ４３７-１，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Ｊｏｒｄａｎ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Ｐａｒｔ １，Ｊａｎｕａｒｙ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４９，ｐ． ２８，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Ｋｅｗ，Ｌｏｎｄｏｎ．

关于英国的态度，详见“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Ｍｒ． Ｆｕｒｌｏｎｇｅ ｔｏ Ｍｒ． Ｂｕｒｒｏｗ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Ｍａｒｃｈ ２９，１９５０，【ＥＥ １０１７ ／ ２３】，Ｎｏ． １０，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Ｓｅｒ． ２，Ｖｏｌ． ２，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ａｎｕａｒｙ

-

Ｊｕｎｅ
１９５０，ｐｐ． ２９ － ３２，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ｆｉｃｅ，Ｋｉｎｇ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ｔｒｅｅｔ，Ｌｏｎｄｏｎ；关于美国的态度，详见“Ｍｉｎｕｔｅ ｆｒｏｍ Ｍｒ．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ｔｏ Ｍｒ．
Ａｔｔｌｅｅ Ｐ． Ｍ． ／ Ｋ． Ｙ． ／ ５０ ／ １６”，Ａｐｒｉｌ ２６，１９５０，【ＥＴ １０８１ ／ ４５】，Ｎｏ． ３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Ｓｅｒ． ２，Ｖｏｌ． ２，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ａｎｕａｒｙ

-

Ｊｕｎｅ １９５０，ｐｐ． １４１ － １４２，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ｆｉｃｅ，Ｋｉｎｇ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ｔｒｅｅｔ，Ｌｏｎｄｏｎ。



家族而言，上述意识形态对其统治具有重要意义。哈希姆家族来自阿拉伯半岛，属于大叙利亚地区
的外来者，宣扬阿拉伯主义有助于提升其政治合法性。而控制西岸地区尤其是耶路撒冷老城，能够
延续哈希姆家族作为“圣地保护者”的角色，提高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但是，这也成为外约旦
民族建构的深层困境。外约旦控制西岸地区后，大量巴勒斯坦人被纳入其统治，如何整合巴勒斯坦
人与东岸地区的本土族群，成为外约旦面临的严峻挑战。约旦的巴勒斯坦人问题由此形成。

二、约旦对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整合
在特定地域空间塑造国民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是民族构建的应有之义。通过塑造共同的历

史记忆、神话、象征和传统，可以塑造同质性的社会。① １９４８年之后，外约旦将西岸地区纳入其统
治，改变了该地的社会构成。外约旦的人口由之前的３７． ５万激增至１２７万，②形成了二元化的人口
结构：外约旦人（东岸人）和巴勒斯坦人（西岸人）。前者以游牧的贝都因文化为主；后者则具有发
达的农耕文化和城市文化，③并成为约旦人口的多数。④ １９５２年，巴勒斯坦人约占约旦总人口的
６４． ５７％。⑤他们与东岸人存在显著的差异。约旦如何整合这两大群体显得十分重要。

１９４８—１９６７年，约旦在西岸地区推行“阿拉伯化”的政策，在政治和文化上不承认巴勒斯坦的
存在，将合并西岸地区作为推进大叙利亚联合的前提。１９５１年，阿卜杜拉遇刺身亡，后继者塔拉勒
（�Ｔａｌāｌ ｉｂｎ ‘Ａｂｄ Ａｌｌāｈ）和侯赛因（�Ｈｕｓａｙｎ ｉｂｎ �Ｔａｌāｌ）的民族整合侧重点发生转变，更加注重约旦而非
大叙利亚的认同构建，阿拉伯认同成为一种整合巴勒斯坦人的“工具理性”。

（一）约旦对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整合
现代民族是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约旦控制西岸地区后，着力对其进行行政整合，构建同质化的

政治文化，以推动约旦河两岸的融合，尤其是将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融入约旦。约旦建立起巴勒斯坦
人和东岸人分权的制度，拉拢西岸地区有名望的巴勒斯坦人，压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⑥ 约旦赋予
“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５日之前拥有巴勒斯坦国籍，并且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０日至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６日期间是
约旦哈希姆王国正式居民的任何非犹太人”以国籍，⑦保留巴勒斯坦人的难民身份。约旦也成为首
个赋予巴勒斯坦难民公民权的阿拉伯国家。１９５０年，约旦取消了约旦河东西两岸的关税和旅行限
制，统一两地的行政和司法体系。阿卜杜拉国王时期，１１名内阁成员，其中６人来自巴勒斯坦，４人
担任首相等要职；⑧参议院半数议员为巴勒斯坦人。⑨ 阿卜杜拉国王去世后，两大群体的分权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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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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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英〕安东尼·Ｄ．史密斯著，王娟译：《民族认同》，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７页。
〔巴勒斯坦〕叶齐德·优素福·萨耶格（ ）：《约旦和巴勒斯坦人：对注定的统一或不可避免的冲突的研究》

（ ），里亚德·雷耶斯图书与出版公司（ ），１９８７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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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ｒｔｓ：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Ｎｏｒｔ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２１，ｎｏ． １，２００７，ｐ． ９５．
１９５１年约旦总人口不到１５０万，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外约旦人，三分之一是西岸居民，三分之一是主要生活在西岸的难民。巴勒

斯坦人总数超过９０万，外约旦人约为４５万。详见Ａｖｉ Ｓｈｌａｉｍ，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Ｊｏｒｄａｎ：Ｋｉｎｇ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ｔｈｅ Ｚｉｏｎ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 ５８２。

Ｊｏｓｅｐｈ Ａ． Ｍａｓｓａｄ，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Ｊｏｒｄａ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 ２３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Ｋｉｎｇ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ｏｆ Ｊｏｒｄａ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Ｍｒ． Ｂｅｖｉｎ ｔｏ

Ｐｉｒｉｅ-Ｇｏｒｄｏｎ （Ａｍｍａｎ）”，Ａｕｇｕｓｔ ２２，１９４９，【Ｅ １０２９９ ／ １０５５ ／ ８０】，Ｎｏ． １３，ＦＯ ４３７-１，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Ｊｏｒｄａｎ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Ｐａｒｔ １，Ｊａｎｕａｒｙ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４９，ｐｐ． ２８ － ３１，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Ｋｅｗ，Ｌｏｎｄｏｎ．

《约旦国籍法》（ ），１９５４年第６号法令，ｈｔｔｐｓ：／ ／ ｊｏｒｄａｎｌａｗｓ． ｏｒｇ ／ ２０１０ ／ ０７ ／ ０８ ／ ％ ｄ９％８２％ｄ８％ａ７％ｄ９％８６％ｄ９％８８％ｄ９％
８６ －％ｄ８％ａ７％ｄ９％８４％ｄ８％ａｃ％ｄ９％８６％ｄ８％ｂ３％ｄ９％８ａ％ｄ８％ａ９ －％ｄ８％ａ７％ｄ９％８４％ｄ８％ａ３％ｄ８％ｂ１％ｄ８％ａｆ％ｄ９％８６％ｄ９％８ａ ／ ．

Ｄａｎｉｅｌ Ｐｉｐｅｓ，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ｙｒｉａ：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 ８０．
Ａｖｉ Ｐｌａｓｃｏｖ，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ｏｒｄａｎ，Ｖｏｌ． ３—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 Ｊｏｒｄａｎ １９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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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７，ｐ． ２９．



存在，但东岸人逐渐控制中央权力。１９５０—１９６７年，约旦半数内阁成员和议员来自西岸地区，数量
上与东岸人持平。但首相、内政部部长等关键职位由东岸人掌控。① １９５２—１９９２年，约旦政府共有
２３位首相，仅５位为巴勒斯坦人。②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巴勒斯坦人占约旦军队人数的４０％—
４５％，但军官主要为东岸人。③ 巴勒斯坦人很难在政府和军队中获得要职。约旦将大部分经济资
源投放到东岸地区，鼓励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到东岸投资。④

约旦在政治文化上推行“阿拉伯化”的政策，提出了“约旦就是巴勒斯坦”的口号，⑤削弱巴勒斯
坦的政治象征，压制其认同。１９５０年，约旦在官方层面不再使用“巴勒斯坦”一词，⑥外约旦和巴勒
斯坦分别用“东岸”和“西岸”表述。⑦ １９５２年，约旦颁布新宪法，将“约旦人”视为同质的社会群体，
未提及巴勒斯坦人。⑧ １９６５年，在摩洛哥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巴解组织领导人艾哈迈德·舒
凯里（Ａ�ｈｍａｄ Ｓｈｕｑａｙｒī）⑨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共同宣布，“约旦就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就是约旦。”○10
约旦废除巴勒斯坦原有的货币“巴勒斯坦磅”，东岸和西岸统一使用约旦第纳尔，货币上仅出现东
岸的历史遗迹和国王肖像。○11 约旦河东岸和西岸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但两地的居民仍存在隔阂。
巴勒斯坦人获得了约旦国籍，一些人因此获益。这招致东岸人的不满。当时的“约旦民族运动”
（Ｊｏｒｄａ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12敌视哈希姆家族，反对巴勒斯坦人。约旦王室则有限地支持巴解组
织，以制衡约旦的民族主义力量。但这强化了巴勒斯坦人的认同，后者认为“他们与约旦的联系只
是暂时的”○13。

（二）共享的历史叙事与历史记忆的构建
约旦河东西两岸的人口大多为阿拉伯人，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但两者在文化和历史记忆上

仍存在差异：一是东岸和西岸地区具有各自的地域性文化认同；二是哈希姆家族起源于阿拉伯半岛
而非约旦本土；三是约旦在历史上从未作为统一的国家出现。如何将东岸、西岸和哈希姆家族纳入
整体的历史叙事框架，提升约旦河东西两岸共同的民族认同，特别是巴勒斯坦人对王国的认同感，
显得尤为重要。换言之，“从未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过的民族”，需要“用历史来发明自己”“使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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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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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ｖｏ，“Ｔｈｅ Ｊｏｒｄａｎｉａｎ-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Ｐｅｎｄｕｌｕｍ”，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Ｆｏｃｕｓ：Ｃａｎａｄａ’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ｖｏｌ．
９，ｎｏ． ５，１９８７，ｐｐ．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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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他们过去的想象和传说的图景来证明他们现在的合理性”。①
约旦通过构建共同的民族起源的神话，借助阿拉伯的历史叙事，弥合东西岸的文化差异，塑造

统一的历史记忆。１９５２年，约旦首次将“阿拉伯”一词写入宪法，强调国家的阿拉伯属性。② １９５４
年，约旦规定，只有阿拉伯人才有资格获得约旦国籍。③ 与此同时，约旦淡化巴勒斯坦的历史，强化
东西两岸共同的阿拉伯起源。约旦利用“闪米特起源说”④，声称古代的巴勒斯坦、约旦文明都属于
闪米特文明，约旦河两岸的阿拉伯人都是闪米特人的后代。⑤ 在这种叙事下，现代约旦是古代闪米
特文明的延续，哈希姆家族来自阿拉伯半岛，后者同样属于闪米特文明。借此，约旦将东西两岸和
哈希姆家族纳入统一的历史叙事，构建了共享的历史记忆。侯赛因国王将约旦河东西两岸的人口
分别比作伊斯兰教历史上的“迁士”和“辅士”，凸显两者共同的阿拉伯和伊斯兰起源。⑥ 东岸人和
西岸人被认为属于“一个家族……是一只拥有双翼的鸟”⑦。这种历史叙事将巴勒斯坦人、东岸人
乃至历史上的迦南人等古代民族，都囊括在阿拉伯人甚至闪米特人的旗帜下。⑧

约旦还利用哈希姆家族“圣裔”的宗教身份，弥合东岸和西岸的分歧。哈希姆家族为穆罕默德
的直系后裔，起源可追溯至易卜拉欣，在阿拉伯谱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者。
“血缘被视为一个虚构的‘超级家庭’”，借此追溯共同的祖先，建立民族神话与社会纽带。⑨ 在中东
地区，宗族和部落传统根深蒂固，血缘关系是重要的社会认同纽带。哈希姆家族将自身打造为“阿
拉伯家长”和“圣地保护者”，○10强化巴勒斯坦人对哈希姆家族的认同。侯赛因国王指出，巴勒斯坦
人和约旦人组成“统一的约旦家庭”。○11 约旦国王则是“约旦家庭之父”○12、巴勒斯坦人的代表。借
此，凸显哈希姆家族在平衡和统合两大群体中的重要地位。

（三）约旦对巴勒斯坦人民族整合的限度
约旦将大量巴勒斯坦精英纳入政治体系之中，使之成为哈希姆家族的簇拥。但许多阿拉伯国

家不承认约旦对西岸地区的主权。约旦对巴勒斯坦人的整合引起了部分巴勒斯坦人的不满，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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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巴勒斯坦人的身份意识。约旦控制西岸地区后，东岸人在人口规模上成为少数派。１９４９年，约
旦人口约为１２５万，其中东岸人约４０万，西岸人约４０万，巴勒斯坦难民约４５万。① 很多巴勒斯坦
人认为，“约旦本质上是早期的外约旦的扩大版本……未受教育的外约旦人旨在降低巴勒斯坦多
数派的重要性”②。约旦政府授予巴勒斯坦人以国籍也导致东岸人十分失落和不满，认为此举损害
了他们的利益，开始抵制巴勒斯坦人。１９５１年，阿卜杜拉国王被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刺杀后，东岸人
和西岸人爆发冲突。③ 许多巴勒斯坦人自视为“腓尼基人”④或“腓力斯丁人的后裔”，认为“其历
史由迦南人、希伯来人、亚述人、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创造”，⑤与东岸人分属两个族群。亚西
尔·阿拉法特（Ｙāｓｉｒ ‘Ａｒａｆāｔ）就曾指出：“巴勒斯坦人在摩西之前便在巴勒斯坦生活。”⑥

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反约旦的倾向。巴勒斯坦民族运动领袖阿明·侯赛尼（Ａｍīｎ ａｌ- �Ｈ
ｕｓａｙｎī）反对约旦控制西岸地区。⑦ 一些巴勒斯坦人甚至认为，哈希姆家族与英国人和犹太人勾结，
侵占巴勒斯坦。⑧ １９６４年，巴解组织成立之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和建国诉求进一步强化，巴
解组织被视为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

三、约旦对东岸巴勒斯坦人民族整合道路的调整
１９６７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使约旦失去了对西岸的控制权，以及将近一半的人口，约旦的经济

总量降低了近３８％。⑨ 失去西岸后，约旦的领土回到了１９４８年的状态，但异质化的族群结构已成
为事实。约旦持续近２０年对西岸地区的统治，使大量巴勒斯坦人迁往东岸地区生活，在人口规模
上占多数，东岸的本土居民与外来的巴勒斯坦人的矛盾十分尖锐。１９６７年之后，约旦将民族整合
聚焦于东岸的巴勒斯坦人，更注重约旦的本土属性，具有“约旦化”的特色。

（一）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约旦对西岸地区的取舍
１９６７年之后，约旦失去了对西岸地区的控制。以色列为缓和约以关系，也为了减轻管理西

岸地区的负担，支持约旦继续负责西岸的民政事务，推行“开放桥”政策（Ｏｐｅｎ Ｂｒｉｄｇｅｓ）○10。约旦
也期待以色列撤军，再次控制西岸地区。○11 故此，东西岸的贸易联系一如既往，法律、行政和政治
联系并未全部断绝。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仍是约旦公民，在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８年的约旦议会和市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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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中有投票权，巴勒斯坦人占约旦议会的半数议席。约旦继续为西岸地区的公务人员、教师发
放薪金，为医院、学校等提供补贴。约旦还是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向其他阿拉伯国家移民的重要
通道。①

但是，以色列并未从西岸地区撤军，巴解组织的崛起也日益威胁约旦的统治。巴解组织将东岸
地区作为大本营，招募巴勒斯坦人，甚至试图推翻哈希姆家族的统治。这引发了东岸人的不满，他
们提出“约旦是外约旦人的约旦”的口号，②要求约旦政府放弃西岸地区，将重心放在东岸的建设
上，取消巴勒斯坦人的公民身份。③ １９７０年，约旦和巴勒斯坦人矛盾加剧，酿成了“黑九月事件”，约
旦将巴解组织驱离。但约旦的族群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两大群体之间依旧存在裂痕。④

约旦控制西岸地区的合法性逐步丧失。１９７４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在拉巴特召开峰会，侯赛因
国王在会上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以色列则支持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建
国，甚至暗示将西岸地区的１００余万巴勒斯坦人赶到约旦。⑤ 内外交困下，约旦放弃了对西岸地区
的主权。１９８８年７月３１日，侯赛因国王宣布断绝与西岸地区的一切政治和法律关系，取消西岸地
区巴勒斯坦人的约旦国籍，约旦仍管理耶路撒冷圣地。⑥ 西岸地区约７６万巴勒斯坦人被收回约旦
公民身份，但同时授予他们有效期为２年的绿卡。⑦ 马德里和会和《奥斯陆协议》使巴勒斯坦建国
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约旦不仅不再寻求其在西岸地区的权力，反而尽可能地防止将巴
勒斯坦问题和约旦联系起来。约旦也开始以东岸地区为基础，着力整合东岸的巴勒斯坦人，构建约
旦民族认同。

（二）由族际分权向同一化的整合模式转变
约旦虽然放弃了对西岸地区的控制，但其多年的统治使大量巴勒斯坦人移民东岸地区。１９７３

年约旦的巴勒斯坦人约７５万。⑧ 海湾战争后，大量巴勒斯坦人从海湾国家回流约旦。⑨ 约旦社会
结构的二元化问题并未解决。在失去西岸地区后，约旦对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整合策略进行调整。
１９８８年之后，约旦放弃了两大族群在议会、政府和军队中的分权传统，推行以“约旦化”为特征的同
一化政策，强调“约旦的巴勒斯坦裔公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与任何其他公民一样，不论
其出身如何”○10。
１９８８年，约旦修改选举法。１９９１年，约旦颁布了《国家宪章》，以竞争性选举取代东西岸的族

际分权制度。一是改变以往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和东岸人平均分配议席的状况，东岸各地按照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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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寡分配议席。《国家宪章》强调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团结，但总体上增加约旦人的代表性。①
巴勒斯坦人在北部的安曼等大城市相对集中，但议席较少；而中部和南部地区以东岸的约旦人为
主，却议席较多。二是实行多党制，允许建立政党等。巴勒斯坦人也开始积极参与政党政治。但约
旦政府禁止以巴勒斯坦人为主体组建政党。约旦通过政党政治舒缓了巴勒斯坦人的诉求，试图引
导建立超越族群边界的党派政治。② 同时，利用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党派，削弱巴勒斯坦人的族群
意识。三是限制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活动，他们必须在巴勒斯坦国籍和约旦国籍之间做出选择，巴勒
斯坦籍人士无权在约旦进行政治活动。

这使巴勒斯坦人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１９８４年的约旦议会中，巴勒斯坦人和外约旦人的议席
数仍相等。③ １９９３年的议会选举８０个议席，穆兄会中有８名巴勒斯坦人当选议员，约旦为少数族
群基督徒、切尔克斯人和车臣人保留了１２个议席。④ 但与此同时，约旦拉拢巴勒斯坦的政治精英，
授之以高官厚禄。２０００年，阿卜杜拉二世国王（‘Ａｂｄ Ａｌｌāｈ ＩＩ ｉｂｎ �Ｈｕｓａｙｎ）批准的内阁中，９人为巴
勒斯坦人，为约旦历届政府之最。⑤巴勒斯坦人受教育程度较高，许多人在海湾产油国工作，为约旦
带来了大量的侨汇收入，也提升了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地位。此外，他们受益于２０世纪后期约旦的
自由化经济改革，在私营经济领域崛起，对约旦的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⑥ 由此，约旦形成了东岸
的本土居民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占据主导，巴勒斯坦人在经济领域迅速发展的局面。

（三）约旦民族文化认同的本土化
１９８８年之后，巴勒斯坦人仍占据约旦人口的多数，加之巴勒斯坦独立建国遥遥无期。因此，一

些以色列人欲将约旦作为巴勒斯坦人的国家，⑦作为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换言之，就是将约
旦变为巴勒斯坦。因此，对于哈希姆家族而言，加强约旦的本土认同，而非巴勒斯坦认同成为当务
之急，防止约旦的“巴勒斯坦化”。约旦政府一方面继续利用阿拉伯认同，弥合两大群体的隔阂，构
建同质化的国家民族。１９９１年的《国家宪章》以专章的形式论述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指出
两者同属阿拉伯民族。⑧ 约旦和巴勒斯坦是同一枚阿拉伯硬币的两面，斗争的对象都是犹太复国
主义。阿卜杜拉二世迎娶巴勒斯坦裔的拉尼娅（Ｒāｎīａ ａｌ-Ｙāｓｓīｎ）为王后，⑨象征两大群体的融合与
和谐关系。约旦政府组织编写的教材指出：“约旦社会由许多群体组成，大多数是阿拉伯民族。”○10
但此时的阿拉伯属性仅限于约旦，不具有泛民族主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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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约旦的阿拉伯认同旨在突出约旦的本土属性，是“约旦化”政策的一部分。２００２年，
阿卜杜拉二世发起“约旦第一运动”①，强调约旦超越特定的信仰和族群，是在“大家庭”和“民族”
基础上建构的统一国家。② 为此，约旦政府在首都安曼建造“历史长廊”，以浮雕的形式展现约旦从
公元前７５００年至今的历史演进等，凸显约旦悠久的文明史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国家宪章》对
约旦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约旦曾是阿拉伯人的祖先闪族的家园，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后又是阿
拉伯人征服的据点和大本营；哈希姆家族领导的阿拉伯大起义，将约旦从奥斯曼帝国解放出来，使
之实现独立。③ 约旦的教科书宣扬东岸地区文明的悠久和连续。④ 在这种历史叙事下，约旦是具有
悠久历史和辉煌文明的阿拉伯国家。

与此同时，约旦着力压制巴勒斯坦认同，禁止官员谈论巴勒斯坦认同，⑤宣扬东岸地区的文化
特色。约旦官方将东岸的贝都因部落文化视为约旦的文化主体，建构约旦历史与文化的特性。约
旦将东岸的佩特拉古城、杰拉什古城等历史遗迹作为约旦文明的象征。约旦建造贝都因民俗博物
馆和阿拉伯大起义博物馆等，民歌、服饰等被赋予约旦民族的标志性意义。东岸人开始佩戴红白相
间的头巾（ｋｅｆｆｉｙｅｈ），以示与巴勒斯坦人的黑白头巾的区别。侯赛因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在公开场
合都佩戴红白相间的头巾。约旦的货币和邮票上所有的国王画像皆是如此。⑥ 约旦政府支持电视
台制作大量展示东岸贝都因文化和习俗的节目，宣传贝都因歌曲，将之视为“约旦的民歌”。⑦ 约旦
以本土的阿拉伯文化为基础，构建相对统一的“约旦化”的历史叙事，将巴勒斯坦人纳入其中。但
对于东岸地区的强调，客观上加强了巴勒斯坦人“外乡人”的形象，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四、余　 　 论
历史上，伴随约旦领土的变化，大量巴勒斯坦人进入约旦，造成了约旦族群结构复杂，“外来

者”占据人口多数的社会现实。这使约旦的国家特性在巴勒斯坦性与约旦性之间徘徊，民族认同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不同的时代，约旦民族整合的道路有所差异，但一以贯之的是以阿拉伯属性
弥合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隔阂与差异，同时将巴勒斯坦人纳入约旦的历史和文化叙事，削弱巴勒
斯坦人的认同，防止约旦的“巴勒斯坦化”。在这种策略的影响下，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逐渐分
化。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融入民族构建进程，获得了约旦的国籍和公民权利，享有必要的公共服务，
客观上改善了巴勒斯坦人的境遇。许多巴勒斯坦人已融入约旦社会，成为约旦人，甚至成长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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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精英。如今，约旦正式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达到２００万以上，其中大部分难民获得了约旦的
国籍。① 而没有约旦国籍的巴勒斯坦难民大都来自加沙地带，生活在难民营，无法享有公共服务。
约旦也成为接受巴勒斯坦难民最多的国家。

但约旦远未完成两大群体的整合，两者仍存在裂痕。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但在政
治和文化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约旦的安全部门几乎由约旦人控制，后者在政治、司法和教育等公
共部门占据主导。② 巴勒斯坦人一直要求获得与东岸的约旦人平等的权利，他们发起“约旦公民权
平等倡议”，许多巴勒斯坦精英参与其中，并向阿卜杜拉二世递交请愿，痛陈巴勒斯坦人遭受的歧
视和不公待遇。③ 巴勒斯坦人强调其对约旦的贡献，正如一位巴勒斯坦商人所言：“我们是这个国
家的建设者，贝都因人并不重要。当我们来到约旦时，这里没有文明，贝都因人仍然处于野蛮状
态。”④一些巴勒斯坦人要求约旦政府废除歧视政策。相对而言，巴勒斯坦人较为克制，尽可能不卷
入约旦政治，担心政治动荡殃及自身，导致自身地位的下降和财富的流失。

近年来，约旦兴起了“外约旦民族主义”⑤，以历史和血缘关系界定约旦人，认为约旦为外约旦
人所独有，即１９４８年之前的东岸人，认为巴勒斯坦人并不忠于约旦。⑥ 一些约旦人甚至认为，巴勒
斯坦人反客为主，阿卜杜拉二世代表的哈希姆家族已被他们操控。⑦ 巴勒斯坦人控制了约旦经济，
富人几乎都是巴勒斯坦人。⑧ 约旦人只能从事回报低微的职业。２０１０年，一些退役军官向阿卜杜
拉二世国王请愿声称，“巴勒斯坦人不是约旦人”，反对国王任命巴勒斯坦官员，要求取消所有巴勒
斯坦人的国籍。⑨ 此后，许多军官和东岸人表露出支持。可以说，约旦族群的二元结构问题并未根
本上解决，两者仍然存在一定的张力。２０１１年，阿拉伯剧变加剧了两个族群的矛盾，但总体上仍然
可控。约旦地处肥沃新月的族群和教派冲突带，也是该地区较少实现对多元族群进行有效整合的
国家。与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国相比，约旦维系了族际关系的相对和谐与社会的相对稳定，其
成功的经验需要进一步进行学理阐释。

约旦的巴勒斯坦人作为流散民族，具有双重认同：对约旦和故土巴勒斯坦的认同。当前新一轮
巴以冲突进一步激活了约旦境内巴勒斯坦人的认同。约旦作为前线国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一
方面，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要求约旦政府在巴以冲突中更加坚决地支持巴勒斯坦，与以色列断
交，中止与以色列的贸易和合作。许多巴勒斯坦人抗议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并向约旦政府施压。
由于约旦的巴勒斯坦人规模庞大，巴以问题客观上影响了约旦的社会政治稳定。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以色列国内具有“约旦就是巴勒斯坦”（Ｊｏｒｄａｎ Ｉｓ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的观念，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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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约旦选项”（Ｊｏｒｄａｎｉａｎ ｏｐｔｉｏｎ），①将约旦作为与巴勒斯坦具有历史联系，且拥有大量巴勒斯坦
人口的国家，以及将之作为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尽管这种观念在《奥斯陆协议》之后一度搁置，但
并未真正消失。２０１８ 年，美国政府提出了“约旦—巴勒斯坦联邦”（Ｊｏｒｄａｎｉａｎ-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的计划，虽然未能成行，却是这一观念的体现。新一轮巴以冲突使“两国方案”遭受挑
战。２０２４年７月４日，以色列议会以６８票赞成、９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反对巴勒斯坦建
国。② 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加剧，可能催生新的难民潮，对约旦形成严重威
胁。在这种背景下，约旦被卷入巴以冲突之中。而约旦政府长期着力避免约旦的“巴勒斯坦化”。
约旦对境内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整合不仅是国内政治问题，也成为影响巴勒斯坦问题走向的重要因
素。约旦也处于中东各种力量的博弈和争夺之中，需要居间平衡以维持约旦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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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鸿涛，博士研究生；闫伟，教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西安，７１０１２７)
〔责任编辑：黄凌翅〕

２９

　 《世界民族》２０２５年第１期

①

②

该计划也有不同的版本，总体上反对“两国方案”。以色列工党曾希望将大部分西岸地区并入约旦，解决巴勒斯坦人的建国问
题，即所谓的“阿隆计划”（Ａｌｌｏｎ Ｐｌａｎ）；利库德集团则主张以色列完全控制西岸地区，认为约旦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国家。

闫伟：《加沙停火亟待多方努力》，载《当代世界》，２０２４年第９期。


